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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辱虐管理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作用机制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受辱虐下

属选择特定应对方式的原因以及有效性成为未来辱虐管理的研究方向。基于人

际拒绝的多动力模型, 梳理了在不同质量 LMX 的关系情境中受辱虐下属的应对

方式, 并提出特定应对方式可能引起辱虐管理的恶性循环的假设模型。建议未

来研究通过丰富下属的应对行为变量、增加人格和环境的调节机制以完善受辱

虐下属的应对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探究辱虐管理的消极互动机制, 为打破辱虐

管理恶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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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 20年来领导在工作场所对下属表现出失控性爆发、不当责备、当众嘲笑等行为的影

响和产生原因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常采用的术语有暴君行为、主管攻击、主管破

坏等,其中使用最频繁的是辱虐管理(Tepper, Simon & Park, 2017)。辱虐管理是指 “下属对领

导持续做出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敌意行为的感知,不包括身体接触”,具体表现有嘲笑、公开批

评、大声发脾气、粗鲁无礼、漠不关心下属等(Tepper, 2000)。组织和员工为这种“毒性”领

导方式付出了极大代价。企业每年因辱虐管理而产生的医疗健康费用以及产量损耗高达

238亿美元(Tepper, Moss, & Duffy, 2011)。感知到辱虐管理的下属也会表现出一系列消极反

应,如高离职意向、攻击、心理压力、低工作满意度和较少工作积极行为(Oh & Farh,

2017)。表 1列举了近三年来涉及辱虐管理对下属影响的相关研究, 领导辱虐管理对下属行

为的影响不再局限于下属的组织偏离行为,沉默、退出等行为得到的关注日益增多。Tepper

等人 (2017)对辱虐管理研究的总结和展望中指出,目前发表的辱虐管理研究已高达 200余

篇,这一消极领导方式的破坏性影响已得到广泛验证,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辱虐管理下一

阶段的研究来说仅起到了奠基作用。下属会采取趋近或回避式策略来应对领导层面的压力

源(Ferris, Yan, Lim, Chen, & Fatimah, 2016), 但是目前研究的局限在于每个实证研究仅涉及

受辱虐下属采取的 1~2种应对方式,且我们对于多种应对选择的相对有效性所知甚少。未来

研究的一个方向是关注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方式并提出下属的综合应对模型,以回答“受辱虐

者选择某种特定应对方式的原因及其有效性”的这一关键问题 (Tepper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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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歧视、排斥、背叛、偏见、欺凌等多种拒绝情境中,伴随拒绝体验产生的是归属感威

胁,个体常见反应有消极情绪和低自尊,而表现出的行为反应也有显著差异。个体接纳感受

到威胁时采取的应对策略多至十几种,其中 Richman和 Leary(2009)提出的多动力反应模型

(见图 1)涵盖了所有与拒绝体验相关的复杂反应。该模型将受拒绝个体的应对动机总体分为

三类:关系提升(relational-promotion)、反社会回应(antisocial response)和回避(avoidance)并做

出相应解释。其中关系提升指的是个体建立关系联结的需求,归属感和接纳感缺失的个体会

产生社交动机,寻求支持与接纳。反社会回应通过愤怒表达,与受拒绝个体保护自己免受伤

害的动机相关联。回避则是个体受到避免进一步拒绝和伤害的动机驱动,在社会联系中选择

退缩。多动力模型认为,特定情境下个体之所以会产生某种应对动机,与个体对人际拒绝经

历的解释有关,具体见图 1所展示的 6种解释方式。本研究将以人际拒绝的多动力模型为理

论基础,从人际拒绝的角度探索受辱虐下属的认知评估及其应对方式。

表 1 近五年辱虐管理影响下属消极行为反应的相关研究

注：此表为作者通过系统梳理已有文献，总结归纳而成。

此外，受拒绝个体的应对方式不仅会受到与拒绝者的关系特征和判断标准的影响,也会

随时间发生变化 (Richman & Leary, 2009)。以关系为导向的领导-部署交换(leader−member

研究 自变量 中介/调节变量 因变量 理论基础 相关发现

Pan &
Lin, 2018

领导消极

情感

辱虐管理 下属消极情感;
工作满意度;
个人主动性

认知神经调节模型 ;
权力/资源依赖视角;
受害者促进理论

低质量 LMX 的条件下 , 领导的消

极情感会通过辱虐管理提升下属

消极情感并降低工作满意度和个

人主动性。
Park et
al., 2018

辱虐管理 中介:心理压力

调节:性别差异

沉默 资源保护理论 辱虐管理通过增加心理压力导致

下属沉默的现象, 并提出上下级关

系差异这一关系情境的调节作用

许黎明等,
2018

辱虐管理 强迫工作激情;
和谐工作激情

促进性/抑制性

建言行为;
二元工作激情理论 辱虐管理不仅会减少下属的和谐

工作激情, 也会增加其强迫工作动

机,从而影响下属的建言行为

沈伊默等,
2019

辱虐管理 中介 :心理契约

破坏

调节:中庸思维

下属创造力 心理契约理论;
认知−情感加工

系统理论

主管的辱虐管理行为会通过心理

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员

工创造力, 但当下属的中庸思维水

平较高时, 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

用较弱
Pyc et al.,
2017

辱虐管理 ;
专制型 领

导风格

中介:抑郁;焦虑 耗竭;躯体症状;
工作满意度; 退
出意向;低绩效

工作压力模式 两种消极领导方式具有相似性, 焦
虑和抑郁在辱虐管理对下属离职

意向的负向作用中起中介作用
Ferris et al.,
2016

辱虐管理 ;
主管排斥 ;
主管破坏

中介:愤怒;焦虑 趋近式/逃避式

反生产工作行为

情绪与趋近-回避

原则

辱虐管理通过愤怒的中介作用引

起下属的趋近式反生产工作行为,
如话语粗鲁或直接对峙。

Velez &
Neves, 2016

辱虐管理 中介:身心症状;
调节 :工作自主

权

生产偏离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工作自主权能够缓解辱虐管理对

身心症状和生产偏离的负面影

响。
Michel et al.,
2016

辱虐管理 中介 :工作相关

的消极情感;
调节 : 基于下属

和组织的攻击性

工作场所

偏离行为

情感事件理论 辱虐管理通过激发下属与工作相

关的消极情感而增加工作场所偏

离行为, 且下属的攻击信念态度和

组织攻击规范对这一关系起调节

作用。
Kiewitz et
al., 2016

辱虐管理 中介:担心; 防御

性沉默

调节:自信;担心

氛围

进一步辱虐 趋近模型视角;
自信预期视角

低自信水平和高担心氛围感知会

强化辱虐管理-担心-防御性沉默之

间的关联性, 且能预测领导进一步

辱虐管理。

Yu et al.,
2016

辱虐管理 中介:情感承诺;
调节 : 未来工作

自我清晰度

工作绩效 认同视角 情感承诺在辱虐管理与下属工作

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且下属未来工

作清晰度会放大辱虐管理的破坏

性影响。
Schaubroeck
et al., 2016

相对辱虐

管理

中介 :感知到的

同伴尊重;
调节:团体效能

离职意向;组织

认同;情感承诺;
工作绩效

社会认同理论 在高效能团体中, 辱虐管理会通过

降低下属感知到的同伴尊重从而

降低绩效并产生离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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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LMX)是探究组织领导力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Cropanzano, Dasborough, & Weiss,

2017)。由于时间精力有限,领导会对下属做出“圈内下属”和“圈外下属”的区分对待。“圈内

下属(in-group member)”可以获得领导更多的信任和关照,享有特权如工作自主性、灵活

性、升迁机会和报酬等。而“圈外下属(out-group member)”与领导的关系局限于工作关系,

获得奖励的机会较少(Graen & Uhl-Bien, 1995;任孝鹏,王辉,2005)。Graen和 Uhl-Bien

(1995)依据角色变化将 LMX发展的生命周期划分为角色获得(role taking)、角色扮演(role

making)和角色习惯化(role routinization)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双方是以交易型关系为主导

的“陌生人”。 随着互动增加双方成为“熟人”,最后双方成为彼此信任、尊重的“伙伴”。

LMX随时间发展呈逐质量渐升高的趋势,最后趋于稳定(Nahrgang, Morgeson, & Ilies,

2009)。LMX和辱虐管理是两个独立结构(Burris, Detert, & Chiaburu, 2008; Lian et al., 2012;

Xu, Loi, & Lam, 2015)。其中 LMX为整体的上下级关系奠定了基调,而辱虐管理是在上下级

互动中随时可能发生的领导的具体行为。以往辱虐管理的研究多设定在低质量 LMX情境

中,然而辱虐管理管理也可能发生在高质量 LMX中(Lian et al., 2012; Xu et al., 2015)。因此

无论 LMX质量如何,个体都可能受到辱虐管理的威胁,但考虑到辱虐管理发生的关系情境,

个体应对方式的产生机制是不相同的。

总的来说,本文以人际拒绝的多动力模型为理论基础,讨论不同关系质量阶段受辱虐下

属的应对方式。 一方面从低质量 LMX和高质量 LMX两个角度,分别梳理受辱虐下属的不

同应对方式,对未来从关系角度探究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方式提供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希望丰

富人际拒绝的多动力模型。已有的 Richman和 Leary (2009)研究将受拒绝个体的应对方式

划分为三大类并具体解释了产生特定应对方式的认知建构,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索该模型在辱

虐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价值。最后，我们将从受辱虐者的静态应对方式延伸至辱虐管理的“恶

具体反应机制

公平感知(低)

关系价值(低)

修复预期(低)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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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循环”的螺旋效应,为理解辱虐管理在组织中的破坏性影响提供动态的视角。

2 低质量 LMX 与受辱虐下属应对方式

在低质量 LMX的情境下, 领导和下属之间的互动是有限的, 双方互动以“经济交换”为

主, 即领导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能, 下属按要求完成规定的工作。在这一单纯的契约型交换中

体现的是领导的管理力而非领导力,领导下属之间的互动特点是向下的单向影响、经济交换

和正式的角色界定(Graen & Uhl-Bien, 1995)。正如 Bass(1985)提出的交易型领导模型,领导

基于在组织中的等级地位而对下属的经济奖励具有控制权,因而下属有义务完成领导提出的

工作要求。因此在受到领导辱虐管理后,下属会以自我利益为驱动而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

2.1 辱虐管理与下属反社会倾向

在多数情境中, 受到报复和惩罚动机驱动, 伴随拒绝经历产生的痛苦和沮丧会激发个体

愤怒和攻击的即时反应。多动力模型认为当下属从人际拒绝的经历中感知到不公平并对关

系估值较低时,个体会产生愤怒和攻击冲动(Richman & Leary, 2009)。对于辱虐管理,下属感

知到的不公平、低关系修复预期和低关系价值会促使个体做出反社会倾向。

在与领导的相处中,下属期望领导能理解尊重自己并提供学习发展机会,而辱虐管理的发

生恰恰违背了下属对领导的预期。当领导做出嘲笑欺瞒或当众贬低下属时,辱虐管理会导致

下属和领导在价值观和态度上的深层次差异, 从而将领导排除出公平视野(严瑜, 张振嘉,

2017; Tepper et al., 2011)。此时下属不仅会感到没有得到领导尊重, 也认为组织缺乏公平规

范。领导并不能与所有的下属都形成高质量的交换关系(Graen & Uhl-Bien, 1995)。而在团

队层次, 对于与领导保持低 LMX的“圈外下属”来说, 领导的差别对待作为情感锚定事件会

引起个体的不公平感知, 导致谴责性情绪(愤怒、厌恶、蔑视)(Cropanzano et al., 2017)。另

一方面, 在“陌生人”阶段, 领导和下属对关系质量的评估主要依赖于双方感知到的个体特征

(Nahrgang et al., 2009)。由于下属缺乏正式权力 , 领导在关系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Cropanzano等人(2017)探究情感事件和 LMX发展的关系时指出, 初始阶段领导的情绪表达

被视为锚定性情感事件,会影响下属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因此下属感知到的辱虐管理者的个

性和行为特征是影响其选择应对方式的重要线索。领导持续的公开批评、侵犯隐私、隐瞒

必要信息、冷暴力等行为往往被下属感知为辱虐管理。辱虐管理与领导的消极人格特质有

关 , 如敌意情感、偏执、自恋、高马基雅维利主义、高社会支配倾向(Martinko, Harvey,

Brees, & Mackey, 2013; 李爱梅, 华涛, 高文, 2013)等。下属在与领导的互动中容易将领导的

辱虐管理归因于领导与生俱来的特质或是固定的破坏型领导风格(Oh & Farh, 2017; Wang,

Restubog, Shao, Lu, & Vankleef, 2018)。感知到领导消极人格特征的下属对于修复与领导关

系的预期较低, 因此为阻止辱虐管理的持续发生, 下属会做出反社会性的即时性反应,从“受

害者”转为“施虐者”。对关系的低修复预期会降低关系价值, 因此拒绝经历会导致个体做出

损害关系的反社会回应,如减少同情心等行为(Richman & Leary, 2009)。

尽管愤怒和攻击会对社会联结产生持续破坏作用,但下属仍愿意做出反社会回应。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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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对受辱虐经历解释与动机之间具体的关联性, 参考 Richman 和 Leary(2009)对人际拒绝

和反社会回应之间的具体分析, 如愤怒、报复动机、移情能力降低、认知分散、自我控制

等。在感到被贬低后, 愤怒和攻击性冲动是个体最常见的反应, 这也是消极经历后的本能反

应(Richman & Leary, 2009)。至于为什么人们愿意冒险做出攻击行为, 多动力模型认为当人

们的幸福感受到威胁时,攻击行为的潜在益处是通过表达愤怒阻止恶意行为的进一步发生。

“报复”是研究受辱虐下属做出与领导对峙行为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对威胁关系价值的辱虐

管理,下属所做出的攻击性回应是自动且毫不费力的(Lian et al., 2014)。伴随的消极情绪也是

下属实施报复行为的助燃剂,愤怒和敌意情绪会促使下属不考虑行为的长期后果做出非理性

回应。具体的反社会回应表现为指向领导的攻击行为(Martinko et al., 2013)、偏离行为(Lian,

Ferris, Morrison, & Brown, 2014)和反生产工作行为(Simon, Hurst, Kelley, & Judge, 2015)等。

此外人际拒绝经历会消耗个体资源使自我控制变得困难,反刍式思考不断消耗个体的认知资

源(Richman & Leary, 2009)。领导的辱虐行为在心理层面挑战并激发个体去加工、解释领导

伤害的原因和后果(Thau & Mitchell, 2010)。因此用于考虑行为规范和报复风险的资源减少,

做出偏离行为的可能性增加(Aquino & Thau, 2009; Thau & Mitchell, 2010; Lian et al., 2014)。

受辱虐下属自控力受损也会导致下属陷入“认知解构”的状态,缓解因拒绝经历而产生的自我

意识逃避和情感压力成为个体的当务之急。

2.2 辱虐管理与下属回避倾向

除了反社会的行为方式, 经历人际拒绝的个体有时也会回避人际互动, 回避的具体表现

既有完全离开当前环境,也有在无从逃离时表现为心理社交退缩。当个体感知到拒绝是长期

普遍存在的, 个体对关系修复的预期很低,并且有可替代性选择时,回避便是个体保护归属感

避免伤害最简单的应对方式(Richman & Leary, 2009)。

受到辱虐后, 具有低应对潜能的个体会产生担心情绪, 当个体把辱虐管理的原因归因于

情境时, 便会产生远离伤害的动机 (Tepper, 2000; Bowling & Beehr, 2006)。个体预期自己能

够找到更好工作时会主动选择离职。离职意向或实际离职行为是辱虐管理研究中出现频率

较高的结果变量, 也是与担心情绪相关联的行为(Oh & Farh, 2017)。然而在没有可替代选择

时, 离开组织会带来新的经济压力和个人压力。因此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 个体也会选择减

少与领导或同事的交流频率，从心理层面与组织保持距离。Lian等人(2014)进行的为期 6

个月的滞后研究结果发现, 当辱虐管理与组织偏离行为之间的关系持续时间较长时, 辱虐管

理并不会持续引起下属的偏离行为回应。下属逐渐意识到偏离行为并不能缓解领导的辱虐

管理甚至会导致进一步的领导辱虐管理，此时下属会选择离开当前工作环境或控制自己的

偏离行为。此外长期的拒绝经历会强化个体对他人反应的元认知,出现频率较高的辱虐管理

所引起的潜在偏见感知会使个体在人际互动中更加谨慎(Shelton & Richeson, 2006)。此时逃

避往往是个体缓解焦虑的一种最简单的策略。与受辱虐下属的反社会回应相类似, 在低质

量 LMX情境下个体感知到的低关系修复预期和低关系价值都是促使下属做出回避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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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

辱虐管理是工作场所中的重要压力源,下属选择回避源于心理压力下产生的多种消极情

绪反应 , 如抑郁、焦虑(Park, Carter, DeFrank, & Deng, 2018)、对领导进一步辱虐的担心

(Kiewitz et al., 2016; Simon et al., 2015)、无助感背后的悲伤 (Oh & Farh, 2017)、自我形象受

损的羞愧(Peng, Schaubroeck, Chong, & Li, in press)。此外从个体资源的角度, 长期受到领导

虐待的下属会感知到心理压力并产生高水平的情绪耗竭(Chi & Liang, 2013)。辱虐管理施加

的情绪要求和下属可利用资源之间的失衡状态导致个体产生资源损失。基于资源保护理论,

下属为保护资源损耗会做出退缩行为。被拒绝者的回避行为具体体现在身体和心理两个方

面, 持续存在的辱虐管理会提升集体离职率(Seo, Nahrgang, Carter, & Hom, 2018), 而在职的

下属会表现为社交和心理退缩, 如防御性沉默(Kiewitz, et al., 2016; Park et al., 2018; Xu, Loi,

& Lam, 2015)、抑制性建言行为(许黎明, 赵曙明, 张敏, 2018)等。遭受辱虐的下属认为组织

没有及时阻止或纠正领导的消极行为是不重视员工幸福感的体现,且受辱虐个体在组织中的

消极体验也会有损个体的组织认同(Yu et al., 2014)。

2.3 辱虐管理与下属关系提升倾向

归属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经历拒绝的人们重获归属感的另一种应对方式是通过反思缓解

人际关联缺失带来的痛苦。拒绝经历会促进个体对归属感的认知加工过程,个体会更关注有

助于修复受损关系或降低拒绝发生频率的社交信息。当个体在高度重视的关系中遭受人际

拒绝时, 会产生修复关系的强烈动机(Richman & Leary, 2009)。工作场所中领导主导着资源

分配并影响下属的目标获得, 对下属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低质量 LMX的关系背

景下,领导下属之间形成的交易型契约关系使双方之间严格遵循上下级关系。下属只能服从

于领导的地位和权威。下属与领导之间存在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会使下属对领导产生权力依

赖(Wee, Liao, Liu, & Liu, 2017)。强调人情社会的中国历来看重人际关系, 领导掌握着下属

在组织中的多数资源。倘若个体期望从领导处获得资源,就必须将自己与领导套系在关系中

(黄光国, 胡先缙, 2010)。因此考虑到反社会和回避行为反应的代价,以及个人在组织中的长

远发展,经历来自领导的辱虐管理的下属会通过关系提升来缓解领导的辱虐管理。

在领导-下属关系中，下属重获归属感的具体行为体现在密切关注人际线索、提升人际

价值或通过无意识行为来增加他人的喜爱(Richman & Leary, 2009)。不同于反社会和回避反

应, 深入探究受辱虐下属关系提升行为产生机制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首先, 拒绝体验会促

进与归属感有关的认知加工过程。Tepper等人(2017)预测辱虐管理对绩效的影响存在两条

不同效果的路径, 除了通过常见的消极路径(如自我损耗、消极互惠等)降低绩效, 也可以通

过积极路径(如引起领导注意、证明领导也会失误等)提升绩效。研究发现, 当辱虐管理破坏

心理契约时, 高中庸思维者会换位思考,从动态的、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领导行为,在

组织工作中仍表现出创造力(沈伊默等, 2019)。当从领导的愤怒中推断出自己还不够努力时,

下属也会在之后的工作中会更加努力(Van Kleef et al., 2009)。领导掌握的资源及权力使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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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产生依赖,而下属高绩效表现对领导目标达成的决定作用及其专业技能会使领导产生

对下属的依赖(Wee, Liao, Liu, & Liu, 2017)。下属通过“价值提升”的方式表现出对领导有用

的知识、技能或资源时，可提高自己在领导目标获得过程中的工具性价值,这种“增值”的趋

近式平衡策略能有效减少领导的辱虐管理(Wee et al., 2017)。下属也会与领导依赖的某个高

价值成员“结盟”,结盟后被拒绝的下属与同一领导的其他下属一起合作参与到领导的目标获

得过程中,进而降低受辱虐风险。

的来说, 低质量 LMX构成的关系情境中, 经历领导辱虐管理的下属可能作出反社会、

回避或关系提升的行为倾向。至于选择何种应对方式,这往往是与辱虐管理发生后个体所作

出的一系列解释相关联, 具体见图 2。随着时间的发展, 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会由“陌生人”向

“熟人”转化,二者共同拥有关系主导权。绩效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决定双方关

系停留在低质量 LMX还是发展为高质量 LMX的重要因素(Nahrgang et al., 2009)。辱虐管

理者所带领团队的高绩效表现，下属会将辱虐管理视为获得成功的一种途径(Tu, Bono,

Shum, & LaMontagne, 2018)。当领导的地位权力和竞争力与其成功相关联, 领导的角色榜样

可信度增加, 有利于改善下属对辱虐管理的消极认知, 促进双方关系进入角色习惯化的高质

量 LMX水平。

3 高质量 LMX 与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方式

随着工作经验的丰富和互动频率的增加,新的互动和学习经历会促使双方关系朝着积极

的方向发展(Nahrgang et al., 2009)。领导下属双方发展出的高质量 LMX意味着彼此之间相

互的信任、尊重和承担责任。此时领导和下属之间工作不再局限于工作要求,双方之间由基

于自我利益的行为交换转为更多的社会交换,发展出积极互惠关系。高质量 LMX意味着下

属可以得到领导的支持和指导。感知到领导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理解工作问题和需求、

了解自己的潜能, 并乐意帮助自己解决工作问题。因此, 下属感到自己被喜爱、尊重、信

任、并通过忠诚、义务和信任回报领导和组织。由此带来的积极效果导致下属会无偿承担

工作任务, 领导也可以真实地提出建设性批评等(Graen & Uhl-Bien, 1995)。与领导间的高质

量关系不仅有助于降低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也能够使下属产生被领导保护的安全感(Li

& Liao, 2014)。

虽然高质量 LMX能够缓解辱虐管理的消极影响, 但正如伴侣、兄弟姐妹、父母的亲密

关系中会发生叫喊、排斥等消极人际行为, 高质量 LMX情境也可能出现领导辱虐管理行

为。LMX代表着下属与领导长期发展出的关系(Dulebohn, Bommer, Liden, Brouer, & Ferris,

2012),而辱虐管理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领导行为(Tepper & Henle, 2011)。一般而言辱虐管

理通常发生在低质量 LMX中, 但和其他亲密关系一样, 即使高质量的关系也难免会有冲突

摩擦。发生在支持性关系中的消极对待行为具有频率低且在意料之外的特点(Fiske, 1980)。

依据 Richman和 Leary(2009)的解释, 当个体在一段关系中投入越多的时间、精力和认同感

时,个体感知到拒绝的代价越大。因此高质量 LMX反而会强化受辱虐下属的消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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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也证实了高质量 LMX放大辱虐管理消极影响的反直觉现象(Lian et al., 2012;

Xu et al., 2015)。Lian等人(2012)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验证了辱虐管理通过降低基本心理需要

而引起下属的反社会回应,如通过损坏设备、忽视领导等组织偏离行为来报复领导。且研究

发现高水平 LMX会强化辱虐管理对基本心理需要的威胁作用, 个体基本需要满足的重要资

源来源受损会使下属产生丧失感。Xu等人(2015)基于资源保护理论, 进一步验证了发生在

高质量 LMX情境中的辱虐管理更具有威胁性,增加了下属的情绪耗竭和沉默行为。领导辱

虐和支持共存的高质量 LMX会让下属陷入矛盾冲突状态, 并消耗个体资源。总的来说, 虽

然从反常规的视角探究高质量 LMX情境下的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方式的研究并不多,但通过

已有研究可以推断, 在关系维护中投入较多的下属遭受辱虐管理后会表现出不同的应对倾

向,且影响程度更高。

4 辱虐管理的恶性循环

随着证明“辱虐管理是一种坏的领导方式”的研究日渐成熟,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为

什么会发生辱虐管理”、“在何种情况下领导做出辱虐行为的可能性更大或更小”等问题(Tu

et al., 2018)。已有研究多从单方面研究辱虐管理对受害下属的消极影响, 较少涉及下属行为

对领导辱虐管理的作用机制。基于攻击的受害研究, 辱虐管理同样也存在“恶性循环”现象,

即领导和下属在“受害者”和 “实施者”两种身份间相互转化。Lian等人 (2014)首创性地验证

了领导辱虐管理和下属组织偏离行为之间的消极互动关系,并从领导“受害”的角度探究下属

行为对辱虐管理的影响, 随后 Simon 等人(2015)继续探究破坏型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机制,从

情绪角度验证了辱虐管理-反生产行为和辱虐管理-回避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对

之后探究辱虐管理恶性循环具有借鉴意义。上文区分了处于不同关系发展阶段中受辱虐下

属的特定应对行为,接下来将基于多动力模型继续探讨下属的应对方式将如何引发辱虐管理

的恶性循环。

如上文所述消极人际体验会损害关系价值。同样，表现差的下属也会对领导的关系价

值构成威胁,并激发领导的愤怒和攻击。图 3是针对领导辱虐管理在上下级互动中形成的恶

性循环提出的假设模型。受辱虐下属的多种应对方式中,指向领导的反生产行为和逃避行为

最可能“适得其反”导致更多辱虐管理的回应(Aquino & Thau, 2009; Simon et al., 2015)。受害

者促进理论(Victim Precipitation Theory; Aquino, 2000)将易遭受虐待的受害者分为两种,一种

是被他人感知为威胁而引起愤怒和攻击反应的挑衅性受害者,另一种是被他人感知为没有报

复或防御能力的服从型受害者。受辱虐下属指向领导的反社会回应不仅违背了尊重和礼貌

的组织规范, 对领导的权威和地位构成威胁, 会有损领导自尊。下属表现出的这些“挑衅”特

征会促使领导做出辱虐管理的攻击行为,包括重塑权力、纠正下属行为以及促使下属妥协以

保全面子 (Lian et al., 2014; Tepper et al., 2017)。下属的回避行为对领导辱虐管理同样具有反

向刺激作用。在工作场所中,下属主动选择与上级领导保持距离并减少沟通的回避行为虽然

能暂时避免受到伤害,但并不利于工作开展。领导需要依赖下属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工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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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绩效不达标的下属具备潜在的挑衅特征并成为领导辱虐的首要对象 (Tepper et al.,

2011)。领导故意通过辱虐管理对低效用的绩效不达标下属做出惩罚。除了低绩效, 下属的

其他回避反应容易被领导感知为懦弱、没有反抗能力,即服从型受害者。Kiewitz等人(2016)

研究指出, 处于高担心氛围中的团体如果不站出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下属的防御性沉默将会

引起领导进一步的辱虐。然而下属的关系提升行为也存在招致领导进一步辱虐的风险。表

现突出的下属,其超预期表现也会增加领导的不确定性并对领导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对于

高社会支配倾向的领导, 下属努力做出的积极表现(如提出比领导更好的想法或表现出高绩

效)会威胁到领导的权威和地位,领导感到不舒服(Khan, Moss, Quratulain, & Hameed, 2018)。

此外对于下属的积极行为并未有效减少辱虐管理的现象, 学界推断可能的原因有:一是下属

做出的公民行为多是强制性的,辱虐管理的压力经过下属受控型内化过程只是转化为强迫工

作激情(许黎明等, 2018);二是领导只是将下属的积极行为判定为工作的一部分,主动做出仁

慈行为促进积极互惠关系的可能性较低; 三是权力的不对称性为领导提供了大量实施辱虐

管理的机会 , 长期持续存在的辱虐管理在组织中多被认定是阻碍型而非挑战型压力源

(Nandkeolyar, Shaffer, Li, Ekkirala, & Bagger, 2014)。因此,无论下属采取消极或积极的应对

措施,都有可能招致领导进一步辱虐并威胁 LMX质量。

感知到价值威胁的领导会直接通过辱虐管理表达愤怒,而愤怒情绪也可能是领导自控力

受损的表现。领导花费大量的时间管理下属,难以应付或绩效不达标的下属会有损领导的心

理资源并破坏领导的自控力。下属在工作场所中表现出绩效不达标、自私、消极、依赖、

责任心弱等消极特征会被领导感知为 “难伺候 (high maintenance)” (Tepper & Simon,

2015)。自我耗竭的领导难以压抑反常规冲动, 如控制贬低低绩效下属的冲动而提出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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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此时相对于考虑辱虐管理的破坏性影响,辱虐管理行为的“即时性享乐”对领导更为

重要。

基于上文从下属对领导辱虐管理的解释来看, 经历虐待的下属相信领导对自己不好, 继

而领导将下属消极回应误解为缺乏工作动力并施加辱虐管理。领导随后的辱虐会强化下属

最初的想法,最终使积极工作关系因为偶然不愉快的互动经历转化为破坏型的关系(Simon et

al., 2015)。正如信念和行为之间的正反馈所形成的自证预言,辱虐管理会在领导下属互动中

发展成为恶性循环。而领导下属失去彼此的信任和支持的关系结果也反映出下属不恰当应

对方式的低效性。

5 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根据下属惩罚阻止辱虐者、修复社会关联以及回避进一步伤害这三个不同的动机

对下属的应对方式做出区分, 并分别从不同质量的 LMX 角度讨论了领导下属间低质量

LMX形成的“交易型关系”和高质量 LMX形成的“社交-情感型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

讲在某个特殊的关系阶段受辱虐下属的主导动机都会导致相应的行为反应,但没有表现出来

的行为并非意味着动机不存在，如 LMX差异也会激发受辱虐下属的厌恶和轻蔑等道德情

绪, 并引起报复和不尊重(Oh & Farh, 2017)。人际拒绝的复杂性决定了下属会依情境做出再

评估而改变应对方式, 目前研究的局限在于只测量一种反应, 未来应该有更多纵向研究关注

人际拒绝的后果、应对反应的发展轨迹以及不同应对方式相互作用时的情绪行为变化。多

动力模型将受拒绝个体的应对方式分为反社会性回应、关系提升和回避三大类。个体采取

的应对方式多至十几种, Tepper等人(2017)指出, 只有全面了解受辱虐下属采取的所有应对

策略,才有可能建立完整的受辱虐下属应对模型。其中关系提升可以考虑制定计划、采取措

施消除压力源、寻求建议或同情、幽默、讨好等行为。回避反应可以涉及饮酒、表层扮

演、忽视或否认压力源等(Tepper et al., 2017)。受害者的应对策略也可参考 Aquino和 Thau

(2009)针对受害者提出的问题导向和情绪导向两类应对方式。依据多动力模型,在关系提升

过程中自我肯定和“零食式社交”也是受辱虐个体会采取的认知和象征性策略 (Richman &

Leary, 2009)。具体来说, 自我肯定者通过肯定自身没有被否认的特征来缓解辱虐管理产生

的负面情绪,而采用“零食式社交”的受辱虐者会通过看照片、反复读朋友家人的邮件或是做

白日梦等象征行为来获得归属感。未来都可以作为探究受辱虐下属应对方式的新视角。

本文从领导-下属关系角度讨论了领导和下属关系特征对下属应对方式的影响, 但要回

答“下属选择特定行为方式的原因”这一问题,还需要关注下属的人格特征和其他环境特征的

影响。对于下属的应对偏好, Richman和 Leary(2009)指出多动力模型中有关人格因素的探

究仍处于未开发的阶段,仅对宜人性和自尊的调节作用做了具体阐释。目前涉及个人特征的

辱虐管理研究较为零散, 相关研究发现强消极互动信念(Mitchell & Ambrose, 2007)、高度敏

感(Martinko et al., 2013)等会激发受辱虐下属的反社会回应, 而低尽责性(Nandkeolyar et al.,

2014)、低自信心(Kiewitz et al., 2016)会促使受辱虐下属做出回避反应。情绪智力高、社交

ch
in

aX
iv

:2
02

00
1.

00
08

2v
1



能力强、特质情感、对情绪传染的低易感性、核心自我评价高等特征可提高受辱虐下属应

对方式的有效性(Tepper et al., 2017)。黄攸立和李游(2018)对辱虐管理的双刃剑效应的研究

指出, 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受辱虐后会通过关系经营来改善上下级关系,相反低自我效能感

的个体会因为工作退缩而恶化上下级关系。因此,未来可以探究不同的人格特征对受辱虐下

属的应对方式的影响,也可以同时考虑人格特征对不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此外环境变量也可以为下属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提供参考线索。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未来

可考虑的情境因素有偶然奖励行为、团体规模、控制范围等情感事件对下属应对决策的影

响 (Oh & Farh, 2017)。此外表面上看似与辱虐管理经历无关的个体也会影响受辱虐个体的

应对行为,如辱虐管理经历中的第三方旁观者对受辱虐下属的影响。在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模

型中纳入人格和环境变量的调节作用,将有助于理解人们为何有时通过积极亲社会行为来减

少威胁,有时又愿意牺牲他人对自己的接纳而实施攻击行为。下属与直接上级之间的关系就

像是一个“透镜”, 通过这个透镜能看到下属全部的工作状态。无论 LMX质量如何, 下属都

不可避免地受到辱虐管理的影响,长期来看辱虐管理将不利于组织人才保留。无论是反社会

回应、回避反应还是关系提升策略,受辱虐下属在不同关系发展阶段采取的特定应对方式都

可能招致领导进一步的辱虐管理从而演化为辱虐管理的恶性循环,领导和下属都可能成为这

种消极螺旋的“受害者”。因此要减少领导辱虐管理的发生, 领导和下属都是组织偏离行为干

预的对象，组织不仅要使领导意识到辱虐管理的低效性,也要提醒下属其应对方式的潜在弊

端。在复杂的组织情境中冲突难以避免, 如何有效解决管理冲突并提升领导-下属的关系质

量，在实践中还需要领导、下属和组织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学界在此领域开展更深入地理

论和方法地探索。

本文基于人际拒绝模型提出的下属应对方式的动机——惩罚或报复辱虐管理者, 仅从

“低效性”这一角度梳理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方式如何导致领导辱虐的恶性循环现象。然而，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修复社会联结、选择积极整合的应对等更“高级”的方式减少辱虐管

理的发生, 体现出“高效性”的一面。一方面, 当领导对自己的冲动行为感到懊悔(Haggard &

Park, 2018), 或对下属产生权力依赖(Wee et al., 2017)时, 会主动做出和解行为并减少辱虐管

理。另一方面,当感知到下属的“工具性价值”后，领导会减少惩罚性特质的辱虐管理行为。

当然，我们要更为客观科学地回答 Tepper等人(2017)的“受辱虐下属应对方式的有效性”的

这一问题,学界还需要采取更为权变的视角，考虑后现代的时代特征以及文化差异因素，并

开展更多大数据的实证研究。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体现中国人整体性

和辩证性的“中庸思维”会缓解下属感知到的伤害以及领导的辱虐管理冲动(沈伊默等 ,

2019)。或是在崇尚“铁的纪律和爱的教育”的恨铁不成钢组织规范中, 下属容易产生愧疚感

而缓解领导消极行为的破坏性影响(郑莹妮，胡昌亚，王中豫，简世文，2018)。对于文化

差异和时代特征等权变因素的思考也将有利于推动辱虐管理更为“高效”应对方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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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ng strategies for abusive supervision: An interpersonal

rejection-based multi-dynamic model
YANYu; ZHAO Yi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As the literature on abusive supervision has gained a great understanding

of its detrimental effect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how subordinates cop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are promising new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multi-dynamic model of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we discussed how subordinates might

cop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abusive supervision differently at low and high levels of

LMX, and proposed a model in which certain coping strategies can lead to the

subsequent experience of increased abusive supervision. We suggest future research

strengthen our understanding of subordinates’ coping strategies for abusive

supervision with a focus on exploring new cop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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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variables, and examining situational factors as moderators. Further, future

research can investigate the nega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leaders and subordinat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reaking the cycle of abusive supervision.

Keywords: abusive supervision; coping strategies; multi-dynamic model; leader-

member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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